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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

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

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

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

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

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

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①
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

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 2001 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
②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

以推介，
③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

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

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

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

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

“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

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
④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

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 1644 年清入主中原

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

并不鲜明。
⑤
 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

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

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

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

                                                        
①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James Millward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发表一篇长篇书评，加以推崇，见页 468 至 479。John 
E. Wills在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7:3（June, 2002）上亦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此书加以介绍。 
③
 孙静：《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历史研究》2005 年第二期，页 188－189。 

④ 王锺翰：《我和清史满族史研究》，《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四册，第 2820 页 
⑤ 即如李燕光、关捷主编《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是最重要的满族史著作之一，此书长

于叙事，意在于写出一部叙事性的史书。但对于满族史在清史中的地位以及与清史的关系，很少探讨。许

多著作都如此，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满族史是独立于清史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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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

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

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⑥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

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

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

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

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

（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

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⑦
 语言、服

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

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

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

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

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

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

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

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

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ethnicity”，看成是“民族性”、“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

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

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
⑧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

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

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

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

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⑨
《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

                                                        
⑥ 刘小萌的《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对于满族的形成，其起源、

崛起，以至入主中原的经过有详尽的研究，是研究 1644 年前满族史与清史的力作。杜家骥的《清皇族与国

政关系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也是这样的力作。 
⑦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70。 
⑧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troduction”, 
p.5－6 
⑨ 柯娇燕另外还有《失恃的武士：三代满洲人与清世界的终结》[Orphan Warriors :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满洲人》The Manchus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等著作，在他系列研究中，就是从满族“族群性”、“民

族性”等方面，来解说清朝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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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

四部著作进行评价。
⑩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

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

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

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

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

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
⑪
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

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

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

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

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

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

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

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⑫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

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

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

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

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

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

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

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

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

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

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
⑬
 

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

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 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 年一个月，查阅了

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

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

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

                                                        
⑩ R.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Journnal of Asian Studies, 61:1(Feburary, 2002), 
151-164; Sudiopta Sen, “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 A  
Review Essay”, Journnal of Asian Studies, 61:1(Feburary, 2002), 165-177. 这两篇文章是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编辑特别邀请两位学者对于美国近几年来出版的四部清史著作所作的评论文章，其中，就包括

欧立德教授的大著。 
⑪ Karl A. Wittfogel 最初在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N.P,1948）提出“征服王

朝”的理论，得到日本学者的积极响应，在日本学术界影响深远。 
⑫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reface”, 
p.14. 
⑬ 满文资料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当然也清楚。王锺翰先生就肯定满文资料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

他特撰《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一文， 指出满文档案“是研究清史的头等基本史料，亦可称之为第一手资

料或直接资料”， “为研究清史、满族史、东北民族史以及全国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各民族史，可以提供丰

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对于满文资料与汉文资料的不同，王先生也指出尽管有

不少满文档案译成了汉文，但是许多档案资料“被大改特改、隐讳、删润失实、甚至多次篡改”，“使其面

目全非，不复能窥见其历史真相了”。（见《王锺翰清史论集》第一册，第 304－319 页）。冯尔康先生在

《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年）和 《淸代人物传记史料硏究》（北京 : 商务

印书馆出版, 2000 年）等书中对相关档案资料都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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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

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

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

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

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

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

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起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

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

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

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

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

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

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

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

“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

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

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

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

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

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

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

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

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

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

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满族民族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强化这种民族性的呢？而强

化其民族性目的何在呢？本书首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将满族的特质归结为“满洲方

式”，或者说是“满洲之道”。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基础。虽然本书所讨论的

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学者研究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作者力图质疑中国学

者的许多看法。在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中国史书对于清史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满

族为了确保统治的成功，主要采取三方面行动：寻求正统和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确保满族

的民族特性、并取得军事征服的胜利。
⑭
 显然作者对于这样将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论断，

相当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他重新加以考虑，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本书试

图全面深入地了解清朝统治，满族为何能够成功、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帝国、子民、命运。

这样，虽然讨论的是清朝如何确保“满洲简朴之道”，但关注的问题则是满族统治何以能够

成功，且何以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 

在结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总结性的论断，指出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来源于两个方

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血亲关系的理论；另一个是基于满族是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这样的话，

                                                        
⑭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reface”, 
p.13. 

 4



清朝政治与社会许多方面皆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族与少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在一般

与特殊之间、在士绅与贵族之间、在人文与军事理想间等都有着紧张与矛盾的关系。“清朝

统治者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这些紧张关系的平衡。如果废除科举制度，满族就不可

能获得大多数汉族士绅的支持，那样就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保持满族的族群

特性，而让满族人分散在汉人之中，那满族统治也相当危险。”
⑮
 所以整本著作就围绕着这

个问题，多方论证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族群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下面试简单梳理其论证的

过程。 

第一章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从满族始祖神话、共同地域，对于血系的塑造，衣着与服饰

的特征，以至于语言的创立，在建州女真兴起过程中，其族群特质逐步得到强化，而这种族

群特质的强化，对于建州女真的强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族群特质随着时间的推

移，尤其是八旗规模的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建立，其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八旗内

部也有着等级之分，而且固山也与皇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所以在八旗内部，这种族

群特质也起着相当关键的影响。这一视角，将八旗内部的差异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进行了新的

解说。尤其对于皇太极把“后金”改为“满洲”的用意，有着非常独特的解释。因为女真是

明朝的子民，是向明朝朝贡而被管辖的部落，为了摆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1636 年，皇太

极改名为“大清”。作者从满文的读音来考察“大清”的含义，指出满文原本的意思是“勇

士”的意思，随着新国名的启用，宣示着满洲与明朝完全脱离关系，从而取得与明朝平起平

坐的权利。这是从建州女真与清朝成立过程中讨论满族这种族群特质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使用“八旗制度”一词，
⑯
作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最好不用“制度”

一词，因为八旗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也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

济、社会职能的综合体，各方面职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变化。
⑰
 军事上，它是十

七世纪清朝征服的主体，当时，八旗也是清朝统治精英的摇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

是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八旗掌管日常的士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老病

死、婚丧嫁娶都属于八旗事务。八旗中的人员有士兵、官员、包衣与奴仆。有满洲人、蒙古

人、汉人、朝鮮人。在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成为一种统治机构，它变得封闭起来，不接纳

外界人士。八旗成员与生俱来的身份，确立了其保持民族特质的特征和职能。八旗制度的确

立与强化，实际上，是清朝在制度上确保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作者将满族民族特性浓

缩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也可以说是满洲方式，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它也是针对中国

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以前辽、金、元的不同方式。最初皇太极开始意识

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读《金史》时，认为金失败的原因，乃因为女真过于汉化，失去

了女真人原有的品质，因而失败。以后的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随着旗人生活

方式日益汉化起来，原有本色渐渐消退，于是大力提倡“满洲简朴之道”。作者指出：“老满

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这些是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

更满洲化。有时其它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

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⑱
 即特定而行之有效的满洲习惯，包括骑、射、讲满语的能力，

甚至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以后，清廷极力提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满族人特有的

                                                        
⑮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46－347。 
⑯对于八旗制度，中国学者已有不少的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有孟森的《八旗制度考实》（上海：商务印书

馆, 民国 25 年，1936 年）。而就八旗制度中某个专题方面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有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

制度硏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年）；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

地制度硏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其它多多少少涉猎八旗制度的著作就更多了。 
⑰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9-40. 
⑱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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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因为满洲方式，是满族人能够保持强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关键。满洲方式对

于旗人，尤其是男子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认同代码。在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皇帝都注意到

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加强，以便确保满族的独立性，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满

洲简朴之道”，强化满族的统治基础。 

“国语骑射”，是满洲方式的核心之一，在欧立德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雍正帝与乾隆帝

对此的重视，是维持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活动越到后来开展起来越艰难，

故而清廷总是紧抓不放。而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完全不同，王锺翰先生特别指出“‘国语骑

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主观上死守过时的政策，只能强行于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

到底的。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作

为日常生活的骑射和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的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
⑲
 对于“国语

骑射”的看法，与欧立德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欧立德教授是把“国

语骑射”看成是“满洲之道”的核心内容，而王锺翰先生则是从汉化的角度去考虑和评判的。

这样对于同一种制度，其评价就绝然相反了。 

皇太极担心满人会失去满洲原有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皇太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旗人由简朴的生活，变得喜欢奢侈生活，追求华衣美食、赌博娱乐、奢华的婚丧仪式。但因

为人口的增加，八旗生计且成问题，何以能追求生活的奢华呢？与此同时，作为满族族群与

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准――满语，旗人也在日益丧失。作者指出：也许没有比满族人丧失满语

能力更能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尽管作者否定把语言与族群认同划上等号，但十八世纪

以后，满族满文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对其族群认同的很大伤害。 

满文通常被视作“清语”或者“国语”。清朝前期官员常常要求能够讲几句满文，作为

他们当官的资本，而翰林院的官员，往往要求通过满文考试，甚至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也要学

满文。但是清初期，八旗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满文。当时，大多数满洲官员不懂汉文，他

们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汉文翻译。雍正年间，满洲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说满语的能力，尽

管雍正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不少诏书，要求强化满语的学习与教育，地方旗主

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效果并不明显，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益减弱，乾隆年间，这个问题就更

为严重，以至于旗人完全不会讲满语。满语能力的丧失，对于满族民族认同是一个不小的打

击，北京旗人与地方旗人一样相继丧失满语能力。这正是十八世纪清朝廷提倡“满洲之道”

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从制度上保证满族的民族认同，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提供各种便利。作为清代官

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八旗官员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从八旗官员的选拔、与地方官吏的关系、

他们如何管理八旗的事务等等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八旗族群性。与普通文官系统不同的是，八

旗官员是由文官推荐、皇帝钦点，可见其任命方式的不同。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事务，

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协助地方官员处理地方事务。书中特别举了宁夏发生地震的

例子，地震中宁夏地方官吏系统受到破坏，八旗官员则掌管震后事宜。作为清代官僚机构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通过上疏皇帝，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调遣与指挥，同时也有着监视地方

官员的职责。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而且，也容易升迁到中央政府中去任职。他们对于

八旗的管理是以满洲方式，进一步强化满洲意识，增强满洲族群认同。 

在八旗族群的等级中，所有的男子生来就有固定的等级，不管他们是否入伍，都被视作

最重要的军人。“满洲士兵是国家之根本。”
⑳
 他们作为军人的这种意识，乃是因为旗人，

尤其是满洲旗人被视作是王朝根本。它防止同化，清朝将八旗单独分隔开来，驻防在北京和

                                                        
⑲ 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王锺翰主编《满族史研究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第 202 页。 
⑳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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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是为了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别，皇帝力图保持“我们满洲”从来就有的

军队。这样实际上也是确保满洲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上的特权，以便与汉人分隔开来。

八旗是清初最重要的军队，事实上，在十六、七、八世纪，八旗士兵有许多军事训练。皇帝

为了确保八旗战斗力，大力开展骑射比赛。康、雍、乾时期一直得到提倡，在木兰秋狝活动，

在康、乾、嘉庆三朝时期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对于秋狝的解读，中

国学者一般认为秋狝是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团结了蒙古诸部，利于边疆的稳定。其实

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对于其内在实质，本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究其背后更为深邃的原

因，乃是清朝皇帝为了确保其成功的满洲之道，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方式。 

作为满洲旗人当然有许多特权，但是特权之下也有许多无奈，仕途之外，他们难以从事

八旗以外的职业，也不能随意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它部门任职，而是一切皆与八旗相关的职

业。这样到后期，因为和平时代，战事很少，他们的重要性自然就减低了，而他们得到升迁

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又由于他们不事生产，经济上无法自立，因而越到后来，就越贫穷。

八旗特权带给他们许多机会，但后来则变成了他们的牢笼。于是清朝就迫使汉军八旗出旗为

民，而汉军八旗空出的位置，由满人添补，由此解决十八世纪的满洲生计问题。十八世纪八

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满族民族性的一次努力，将八旗制度由

一种军事制度向一种职业化制度的过渡，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 

因此，在作者看来，因为有占绝大多数汉人的潜在威胁，清朝统治者总是想尽办法力图

保持和强化满族的“族群性”与“民族性”特征，优化统治阶层的特权，强化其统治基础。

而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用满族旗人取代汉军旗人的成功，由此也奠定了清朝能够

维持三百年江山的根本。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

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

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

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

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

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

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

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

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

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

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

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
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

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

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

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

                                                        
21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troduction”, p.14 
2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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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

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

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
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 1637 年建立两

个，1639 年建立 4 个，1642 年则有 8 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

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

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

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

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

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

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

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

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

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

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

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

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

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
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

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

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

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

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

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

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

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

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

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

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

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

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

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

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

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

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

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

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

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

                                                        
23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73。 
24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43－344。 
25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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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
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

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
27
 通过

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

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 18

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

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

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

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
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

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

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

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

中的一股暗流”，
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

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

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清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涉猎此问题，但或是把它作为一种阶级的

分析视角，或者只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探讨，很少从族群差异性去探究这个问题。而本书恰恰

选取了这样的视角，这样不仅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所提供的解说也令人信服。因为族群

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因统治与被统治政治地位的差异而更加扩大，这样的话，构成了清朝

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清史上的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  

所以，作者强调满族虽然有汉化的现象，但并不表示满族的民族性就完全消失。若因此

只从满族汉化视角讨论清史问题，就会出现许多偏差，因为清朝统治者虽然倡导满汉一家，

但永远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在具体实施上，他们坚持一贯的政策是强化满族民族性，不仅将

所有满族人都编入八旗之中，而且在全国各地设立满城，实行严格的满汉分隔制度。同时在

政策上，亦给满族人多方优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八旗有着许多优惠，是汉人远

远也不可企及的。而且在司法上，旗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体制，这样所谓满汉一家、天下一

体，只是皇帝的口头诏令而已，与事实完全不同。政治与地域上的分别对待，进一步强化了

八旗的族群性，也进一步与汉人对立起来。而对汉族人则处处设防，这样实际上的结果是汉

族人的“满化”，“旗人”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此看来，以往我们对清史的解读，

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四、 几个问题 

本书从八旗的满洲民族性出发，运用族群理论，重新梳理清朝历史，发掘出以前很少注

意的清史中的一些重要层面，对于满族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汉人的历史，且何以能坚持三

百年之久江山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答，具有深邃的洞察力，从而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

                                                        
26 刘小萌：《台尼勘考》，《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200－201 页。 
27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24。 
2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14。 
2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14。 
3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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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清史、把握清史特色，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视角。也许我们不承认，大多数中国学者都

是汉族人，汉族认同是一种先天性的约束，使得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去探询满族人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从而漠视历史的真相。作为西方学者，作

者没有这样的局限和这样的偏见，他的论断也就更容易接近客观真实。同时，作者视野相当

开阔。他研究八旗制度，关注的是整个清史和晚期中华帝国史的问题，甚至于是当代中国史

的一些问题。由此也决定了此书的价值，就不只限定于清史的范围，其影响更为深远。 

本书基于充实的原始材料，加上深邃的理论架构，批评了一些既定的看法，提出全新的

论点，创获良多。不过有些问题也许值得重新思考，值得进一步探讨。下面试举数例： 

第一、尽管此书在结论中点出如何保持满族与汉族的平衡，是清朝长治久安的关键，但

整篇论述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对于如何安抚汉人，尤

其是八旗以外的汉人甚少提及，也许是前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故而从略。不过若不是结论

中点出，会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作者只强调满族民族特性的重要性，而忽略对汉人的安抚。

书中强调族群认同对于满族统治的重要性，实际上还是把满族看成是统治民族，对于清朝皇

帝所宣称的“满汉一家”表示怀疑。结论中作者肯定了清朝对于当今中国疆域与认同方面的

重要意义，因而质疑“中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表达，因为清朝是满族统治，而非汉族统治。

实际上，作者与“征服王朝”论者陷于同样的误区，因为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而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以外，另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按照费孝通的说

法，“各个民族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

种多元一体的格局。
31
 所以说起中国的历史，当然不应该只是汉族的历史，还包括其它少

数民族的历史，而“征服王朝”论者与作者的质疑，都是因为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立起

来看待，这实际上是西方学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这样也就使得论述上出现一些偏颇。 

第二、从皇太极开始，到雍正、乾隆，一直倡导的“满洲之道”，是确保清朝统治长治

久安的关键，但是嘉庆以后则几乎没有讨论，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已经不是问题了？

书中虽然交代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迫使汉军八旗脱籍为自由的汉人，以解决其财政危机，但是

满洲之道的“骑射问题、讲满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难道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尽

管书中交代八旗由军事组织变成了职业组织，出现了“新满洲方式”，但“新满洲方式”主

要特征如何，与旧满洲方式的区别何在？似乎还值得重新探讨。其实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八

旗日益腐败，尽管还保存了其组织，但是清朝军事上、政治上更多的是依赖于绿营兵，到太

平天国时期，这两种政府军都不行了，才依靠地主团练。因而，十九世纪以后的情况，值得

进一步探讨。 

第三、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

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

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

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

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

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

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

“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

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

                                                        
3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9 页。 
3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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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

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

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

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

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

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

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

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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